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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我国当代青年文化出现于1976年。25年来，青年文化在话语方式、表现形式、与主

流文化的关系、指向性和自身构成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化。当前的青年文化，政治性、社会指向性都呈

现弱化的态势，表演性和其中包含的青年个体意识却显著增强。从总体上说，我国的青年文化不仅是代

际性文化，也是阶层性文化。 

[关键词]  青年文化  主流文化  对抗  表演  代际  阶层 

 

 

以1976年的四五运动为标志，我国出现了相对独立于主流文化的、青年群体中所特有的、为青年人

所分享的青年文化现象。25年来，青年文化在话语方式、表现形式、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指向性和自身

构成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了青年的自我认识和社会定位的转变，而与我国政治、经

济和社会文化变革互动。 

无疑，青年文化是多层次的，不同的青年群体也有不同的文化。本文将着重讨论青年文化的表层即

行为层或形式层的一些变化。同时，本文所讨论的青年文化也只适合城市青年群体，甚至只适合这个大

群体中的较小的群体。 

 

话语与形式 

 

青年文化是青年人自己的话语方式（有关青年文化是否应是青年人自己的声音，争议颇多，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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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华：《青年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这种话语并不见得是青年人自己创造

的，但却是青年人发出的不同于主流文化或官方的声音，也有着自身的话语形式。青年文化的变迁，在

一定意义上讲，主要体现为话语形式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我国青年所习用的主流话语方

式是政治化的，而此后的主流话语则是经济化的。这种经济化，不仅是话语内容的经济性，更重要的是

话语本身的简约和经济，如将网络语言“I服了U”之类的用之于现实。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青年话语

的分析来把握青年文化。 

青年文化作为话语方式，乃是一种或多种声音所构成。然而，无论声音的构成种类如何，从声音的

传播过程来看，都有一个从弱到强，从小范围低语到大范围喧嚷，并逐渐被其他声音所湮没的过程。

1976年的四五运动，最初不过是少数有一定知识和思想的青年人的低语；后来的“朦胧诗”和歌坛的

“西北风”现象也是如此，现在所谓的“韩流”起初也只是少数大城市的中学生的絮语。当然，这些青

年文化现象，曾经或现在还在广泛流行，也有不少青年文化始终在小群体之中，而未能流传开来，如

“朦胧诗”之后的“新生代诗”从产生到消亡都是在小圈子里，还有现在的“哈狗”文化及所谓街头艺

术。这些可称之为“青年部落文化”的现象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与呼应，原因是多方面的。比

如，这种文化本身只能是“小众”文化而不能成为“大众”文化，还有主流文化（包括青年文化中的主

流文化）的抑制，传播的代价等等。这些制约青年文化传播的诸因素，不仅影响传播范围，同样也会影

响到传播的速度和方式。 

20世纪70-80年代的青年文化，传播速度相对较慢，而传播的方式主要是文字、口耳相传及影视与磁

带。当然，这一时期借助影视来传播并且速度相对较快的青年文化，主要是在价值取向上与主流文化较

为一致或至少没有反主流取向的文化现象。与此相异的则相对较慢。较为典型的如朦胧诗潮，从1978年

12月的“今天”手抄本的秘密传递，到80年代初期的流行，也有两到三年的时间。还有像邓丽君的歌，

等等。而从90年代至今，青年文化无论在价值取向上与主流文化是何种关系，传播速度都加快了，方式

也日益多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在青年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近几年青年文化的传播，之所以速

度加快，互联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大话西游”现象，“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这些调侃歌曲，

能够流行，都得益于互联网。 

如果把青年文化作为话语来看，则不仅有传播的问题，也有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从形式来看，青年

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语言、文字、音乐、物品、服饰、集体行动等。语言包括日常语言和身体语言，

这两者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都运用得较少；此后被广泛运用。在这一时期的青年流行语中，当

然也有青年的特色，但是这种特色并不显著，也就是说，青年人的日常语言和其他群体的日常语言并没

有明显的区分。在青年人中流行的，在其他群体中同样也流行，如“下海”、“上山”之类。至于身体

语言，由于人们对身体的传统看法，我国青年一般较少采用。不过，1988年的“油画人体艺术展”和

“中国现代艺术展”及比基尼风潮，都是用身体来传达自身的情感、意愿等等，这一年也被当年的《解

放日报》称为“裸体年”。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青年文化最常用的表现形式是文字，即诗歌、小说，除此之外，就是

歌曲、影视和服饰。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工具，在这一时期受到了青年的极大欢迎，北岛、舒婷等朦胧

诗人几乎成了青年人的精神偶像。“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还有探索与实验性小



说，也是青年文化的表现形式；邓丽君、崔健等人的歌曲，也几乎成为青年人的最爱。至于服饰，在这

一时期的文化表现功能更是不言自明。当然，用服饰来展现自我的文化风潮的极致，当推1990-1991年的

“文化衫”潮。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青年文化的表现形式除了上述各种形式之外，占主导地位的是集体

行动。虽然在1976年有四五运动，80年代初期也有“西单墙”事件，但是没有像这一时期发生的次数

多、影响面大。这一时期的学潮和风波，无论其性质如何，但都表现了青年群体的某种价值取向，而这

种价值取向也并非主流所倡导的，所以不同于60年代的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是青年文化的一种表现形

式。不过，这种表现形式，在90年代初期之后就已经成为过去。诗歌、小说等等也逐渐淡出，而服饰在

多元化的浪潮中人们也不再赋予它更多的意义，如政治、生活作风、品德之类，也就不再被作为一种重

要的文化表现形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语言、音乐和物品成为三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其中，最为突

出的是语言和音乐，甚至于人们可以用日常习用语、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来界定青年文化，而从中寻绎青

年文化的特质（姚文放：《青年文化：当代审美文化批判》［J］，《东方丛刊》，2000年第3期）。 

 

对抗与宣泄 

 

青年文化这种青年人的话语，不论是称之为“亚文化”，还是名之为“反文化”，都是与官方倡

导、政府支持的主流文化相对而言的，而当代青年文化出现之时，就带有一定的反叛即与主流文化对抗

的色彩。这种与主流文化或成人文化的对抗性在青年文化中一直或显或隐，人们将它视为一种对抗性文

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并不过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抗性其实已经大大减弱了，只是局部挑衅某种既定

的规范而已。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大规模的对抗往往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也

不能不分析这种对抗的历史和发生机制。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抗程度非常之强。四五运动、朦胧诗、崔

建的歌、王朔的小说、《河殇》现象等对当时的主流文化的反叛自不待言，就是男青年留长发、穿喇叭

裤等日常生活方式也带有与主流文化对抗的味道。这种对抗或反叛无疑可以从青年本身找到合理的解

释，如青年的生理或心理方面的因素，但是这样的解释失之片面，也只适合于局部的挑衅现象，而不能

解释大规模的、持久的对抗。究其实，关键原因之一还是主流的压制。当主流文化将头发、服饰的样式

作为是否离经叛道的标志，将西方的某些学术思想视为洪水猛兽之时，离经叛道之物、之行反而受青年

人的推崇。比如1986年的学潮，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主流文化对当时的一些青年文化现象的过度批判和过

度政治化，而导致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失望，于是就有对抗的行为。此后，当主流文化对青年文化的态

度变得宽容，基调上与主流文化要求相一致的“重塑大学生的社会形象”反而成为青年关注、讨论的中

心问题之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青年文化对抗性的强弱，与官方或主流的压制成正比；压

制越强，则对抗越强，压制越弱，则对抗越弱。 

青年文化的对抗性可以用主流文化的压制来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也并不全面。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

80年代末青年文化的对抗性色彩强烈，并不只是因为主流的压制，另一方面的原因恰恰是主流文化控制

的松动。青年文化出现之日，是改革起步而社会控制开始松动之日。社会控制松动的结果之一，是为青



年人表达自身的意见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同时，改革也使青年人原来习以为常和不得不容忍的东西变得

陌生而又不可容忍。再者，改革本身是以对“两个凡是”等束缚社会发展的政治教条的理论批判为先

导，这也激发了青年的社会批判和尝试新生活方式的热情。因此，可以说社会变革、主流的引导与示范

也引发了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流文化的宽容度提高，社会变革也处于平稳状态，青年人也能够适应、容忍

和理解某些社会不公平现象，再加以主流社会的非政治化引导，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抗性减弱。当

主流文化视青年人喜欢何种样式的服饰、何种类型的音乐等为青年人自己之事的时候，青年人也毋须再

为此而与主流文化对抗以争得某种权利。因此，青年文化基本上从与主流相对抗为主导，或以某种政治

理念或社会想象为主导，而转变为以个体或群体的情感的宣泄为主导。 

青年文化从对抗主导到宣泄主导的变化，在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而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流行歌曲方

面。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或本身就带有政治性或被赋予了政治性，青年人也借用这种类型的歌曲与

主流文化对抗。现时代的流行歌曲乃至于最富反叛与对抗情调的摇滚乐，虽然还存在着反叛色彩，但对

抗的意味已不再明显。“恋爱大过天”之类的流行音乐只是要赚青少年的钱和尖叫而不是让他们跟谁去

作对；卫慧、棉棉之类“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的小说只不过是满足青少年们想看色情文学的青春冲

动；余秋雨之流的散文也不过是让年轻人知道如何抹“文化口红”；而青少年们模仿至尊宝的说话方

式、“玩酷”、“玩飘”等等也不过是要让对面的靓妞、帅哥看过来。现时的青年文化，几乎见不到多

少对抗，有点反叛，也不过是缺少了权力支持的还珠格格式的对某种规范的戏弄而已。 

现时代的青年文化走上情感宣泄为主导的道路，不再构成对主流文化和现成秩序的挑战，但是也并

非没有可能向与主流对抗的方向发展。宣泄在一定程度上就带有一定的对抗性，特别是当被宣泄的情感

带有政治性和社会指向性的时候。最为典型的就是2001年的“红客”事件。这次“红客”事件，不过是

在中美撞机事件之后宣泄对美国的不满，然而也不能说不是非直接性的对抗。但是，情感宣泄主导的青

年文化，最可能更是往放纵主义的方向发展。放纵主义或者说放弃价值、游戏人生、沉湎于感官的刺激

与享受，已不再是青年文化中的个别现象。当然，放纵主义还没有成为青年文化中的主流，而这种放纵

也不是严肃性的放纵，而带有强烈的表演性，也就是“我高兴我放纵”、“我放纵给你（们）看”。 

 

参与和表演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的青年文化，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这一时期的青年文化，不

管是以何种形式出现，也无论是认同还是拒斥或疏离主流文化（这一时期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

可参见杨雄：《当代青年文化回溯与思考》［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都是青年人对

社会现实的反应，也是青年人参与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诗歌、小说、流行歌曲、广告、时装、交谊

舞、文化热、民工潮乃至出国潮，都无不具有现实的、政治的意蕴，至于几次学潮，更使青年成为政治

性和社会性焦虑的中心。人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看这一时期青年文化的政治性是其本身所具有的，还是

社会所赋予的，但不能否认这一时期青年文化的重心是政治，不能否认这种政治性乃是源自青年对社会

政治和自身现实的关注，更不能否认青年人的参与热情。有社会问题，有思想问题，有政治问题，也有



生活问题，这一时期的任何问题上，都有青年的参与和反应。 

“重在参与”曾经是这一时期青年的口号，而青年文化也确实“重”在“参与”。成才（1984）、

改革（1985）、民主（1986）、恋爱（1987）、经商（1988）、出国（1989），这些曾是不同年份青年

谈论的主题，而青年也不仅仅是谈谈而已，还有积极的参与。如，谈民主的年份，大学里社团遍地，参

政与议政也是热潮；而谈经商的年份，摆书摊、卖方便面等等也成为校院的风景。参与就是诉诸行动，

由此就有文化行动主义，即把某种声音与倾向（社会的或政治的）、情绪与感受（集体的或个人的）等

化为集体行动。 

这一时期青年文化的行动主义的立场，从根本上说是希望通过集体行动来展示自身的力量和思想，

而谋求合法性和正当性。最为典型的事件是1986年的学潮。这次学潮，当然有物价上涨等社会因素，但

更直接的原因是大学校园里“非毛化”、“自由化”等偏激的思潮。这股思潮，被视为对安定团结的政

治局面的破坏，是不正当、不合法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版），而学潮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希望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得到认可。无论青年通过集体行动来谋求合法

性与正当性的方式是否可取，而某种思想或行为方式等本身是否正当与合法，集体行动总是在社会中展

开，其内容也具有社会指向性，因而可以说是青年在探索社会或在社会中探险。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年文化已不再是行动主义的文化，青年的集体行动主要也不再是寻求合法性

与正当性，而是对某种正当与合法的主流观念或行为的支持，如青年志愿者行动、我驻南使馆被炸之后

的游行。与此相应，青年的参与热情和参与程度都大幅降低，特别是在政治参与方面。青年文化的重心

也不在政治，而在休闲与享受；也不再是以积极地参与创造和改造现实的实践活动为主导，而是以表演

为主导。 

现时代青年人的发型、装束、对电脑游戏与网络的迷恋、街头文化、喜爱的音乐类型、蹦迪、追

星、抽烟、吸食刺激性物品、逃课等等都表明，青年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表演性的文化现象。青年人的这

些行为，不是要从中学习些什么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准备，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向社会表达些什么，更不是

创造与改造现实的实践活动，而只是要把某种冲动、情绪、爱好、想法、能力、观念等表现出来的表

演。 

青年文化表演性特质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对电脑游戏和网络的迷恋。有关的各种调查都显示，青年

人是电脑游戏和网络用户的主体，而喜爱电脑游戏和网络的青年比例也有不断增长的趋势。青年人喜爱

电脑游戏和网络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传媒力量与当代青年》［M］，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很重要的是：“电脑或电子游戏则有种表演的力量：操纵飞行模拟器时，年

轻人觉得自己就是飞行员，他们玩游戏的时候，就把游戏中英雄人使命内化为自己的使命”；“在电脑

游戏的虚拟世界里，在拼装的现实的夹缝中，他们发现自己做了主角……虚拟游戏玩得最欢的人是那些

最想逃离现实的人，这决非偶然。”（何塞·马乔多·佩斯：《过渡与青年文化：形式与表演》［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年版[18-2]）青年人在电脑游戏和网络中不仅能够扮演各种各样

的角色，也能够实现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实现的想法（如公开向公众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而且能够

在逃离现实之时重新拼装、改写、观看现实。摇滚、蹦迪、吸食软性毒品（如摇头丸）也与此相似。在

摇滚、蹦迪之时，虽然有主演者，但台上、台下的人其实都在表演，都在将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社会问



题等戏剧化。“追星”、“玩酷”、“飘”、穿名牌服装、染发等等现时流行的青年文化，无不具有表

演性。 

表演性的青年文化，社会指向性和政治色彩都不强烈。在追星、染发、玩酷、蹦迪、逃课等行为

中，没有什么社会厚度，也不是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反应，因而也不是与主流文化对抗。但是，这

种青年文化，“通过各种象征符号、服饰风格等等的组合，为青少年在集体意义中提供强烈的个体意

识”；而又在家庭和学校的控制范围之外，“拥有一个相对自足自治的空间，这使它更为有力地削弱了

其他社会机构对青少年的规范”（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

译出版社，2001年版）。因此，这种带有逃避规定性的主流或成人文化色彩的亚文化，也容易被判定为

对抗性的，更容易引起父母家长和具有强烈道德意识的专家学者们的“道德焦虑”。 

 

一元与多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的青年文化，不仅为青年人提供强烈的个体意识，而且具有强

烈的不确定性，乃至于人们无法在各种样式的青年文化中找到一种或几种主导性的青年文化样式。这样

的青年文化，可以说是多元的。然而，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的青年文化，内容已经很丰富，形式也多

种多样，难道不是多元的吗？如果我们用90年代以来青年文化中所表现出的个体意识、不确定性、差

异、断裂、无主导、异质性等，作为断定多元与否的标准，那么可以说早期的青年文化不是多元性的。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的青年文化（包括价值观）已经多元化的观点乃是一种误断，不仅是对青年文化

本身的误断，而且是对文化多元性概念的误解。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的青年文化，无疑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方面，马克思主义所拒斥的

各种带有布尔乔亚情调的文化样式在青年中颇为流行，而与马克思主义相异或对立的思潮也在青年中引

起一定的反响。相对于此前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而言，无论是青年文化还是社会政治文化思潮都可以说

是多元化的。然而，这样来认识多元化是有问题的。究其实，当时的主流文化或者说主流的声音，也没

有将青年文化作为多元性的亚文化来看待。在主流看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现象，在本质上可以

简化为三个字——“自由化”或四个字——“精神污染”。客观地说，无论这种政治性的本质论（即简

化论），是否真正把握了当时青年文化的实质，但确实道出了真实的情况，即这一时期的青年文化是可

以化约的，因而并非是多元的。 

诚然，这一时期的青年文化存在着差异和多样化，也并不能把各种青年文化看成是同一的文化整

体。但是，多元化并不只是形式的差异和多样化，关键是在不同的形式中是否存在着共同的基质、是否

构成一种主流——边缘的关系、是否衍生出多种新的生活形式与生活伦理。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

末的青年文化，在形式多样化中其实存在着共同的基质，也在一种主导话语的宰制之下构成了主流——

边缘关系，也没有衍生出多种生活形式与生活伦理。“朦胧诗”、“男性长发”与“喇叭裤”、“宗教

热”、“卡拉OK热”、“文化热”都是没有地域、没有小群体之分的，都是由青年主流群体引发或创建

之后而播散到其他次群体，而构成亚文化中的主流——边缘关系。在深层价值取向方面，也是一元主

导，而并没有衍生出多样性的生活形式与生活伦理。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青年群体并没有出现不相



容的分化状况，如大学校园中所谓“托派”、“舞派”、“恋派”、“麻派”并没有各自的地盘和集体

团结感，与现时的青年群体分化大相径庭。 

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青年文化，其地域性、群体分化的情况非常明显，而同一现象中的不同价值取

向也无法化约。即使在统一的形式之中，也存在着多元的倾向。同是追星，同是“玩酷”，星不同，酷

的理解也不同。即使是追同一个星，玩同一类型的酷，也有个性化的过程，是从众的、也是独异的。如

果我们将现时代的青年看成是“酷一代”、“飘一代”，都未免过度抽象，以偏概全。换言之，用简化

论或本质论的宏大叙事方式难以把握和解读现时代的青年文化。 

 

小  结 

 

我国青年文化自登上社会历史舞台以来，其社会功能和重要性日益突显。青年代表未来和革新力量

的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在青年文化方面得到了最充分的证实。无论我们怎么样看待1/4世纪以来的青年文

化，都不得不承认青年文化是自下而上的文化创新的基地。青年文化对传统社会文化秩序、道德、观念

等方面的反叛和挑战，在引起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关注与焦虑的同时，也引发了主流和成人文化在这些方

面的主动变革。青年的文化生产和消费，促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生机勃勃的文化局面。 

当代青年文化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的产物，也只有将其置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情

势下，充分考虑其历史特殊性，才能对其有真实的把握和理解。就此而言，从代际理论出发，来认识当

代青年文化十分偏颇。无疑，我国的青年文化的代际性特征非常明显，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或成人文化

的冲突也可以说是代际之间的冲突。然而，如果只将青年文化看成是代际文化，就会忽视其发生与变化

的社会关系背景与内涵。因而，我们也需要从阶层的角度来认识我国的青年文化。 

我国青年文化的阶层特征并不明显，青年也不是拥有自身利益的阶层。但是，从青年文化本身的发

展和相关研究来看，阶层关系在青年文化形成与扩散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现时代的青年文化阶层

性也越来越强。我们并不否认，在消费和时尚方面，不同阶层和背景的青年文化存在着趋同性，但这只

不过是表层的趋同。不同阶层的青年可以欣赏乃至追求同样的时尚，但是阶层特征不是由此消失而是更

加强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青年民工是无法和拥有“三高”（高学历、高收入、较高职位）的“白领”

一样“玩飘”、“玩酷”的。即使玩，也有阶层差异。（有几项关于青年同性恋问题的调查表明，在同

性恋中阶层特色非常明显；而在时装与消费方面，阶层差异触目皆是。）可以说，我国目前的青年文化

不仅是一种代际性文化，而且是一种阶层性文化。因此，虽然将青年文化纳入阶层（阶级）关系决定的

社会大环境中来认识的分析方法在西方已经过时，但在我国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的情况下却正需要这样的

理论范式。 

 

注：该文为共青团中央2000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重点课题——“社会转变时期的青年文化

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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